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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在世界各地掀起了一股学习中文的热潮。例如，澳洲当地教育部门在中小学

创办了各种有特色的中文教学项目，以培养学生对中文的兴趣和为当地劳动力市场提供有能力的双语人

才。然而，这些项目中的中文教师大多数是来自中国，在教学理念、内容和方法上很难适应和满足当地

学生的特点及需求。鉴于此，当前案例研究者参与了澳洲当地一项中文教学研究项目，并且结合观察、

照片启发式访谈与文件方法收集了相关数据。研究者通过激活和利用其汉语语言与文化中的相关概念与

隐喻，作为已有的知识库，体现了其强有力的超语能力，并且在教学过程中结合互动白板科技，提高了

当地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和学习成效。因此，这样不仅为构建澳洲本土化的中文课程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而且为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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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re has been a wave of learning Chinese lan-
guage all over the world. For example, in Australia, the lo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has estab-
lished various distinctive Chinese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ogram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o cultivate their interests in Chinese and to provide capable bilingual talents for 
its labour market. However, most teachers in these programs are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that are 
from China. It is more difficult for them to adapt to and mee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of local 
students in terms of teaching concepts, content and methods. In view of this, the teacher-researcher 
in this case study participated in a local Chines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ogram, with the combina-
tion of observations, photo-elicitation interviews and documents for data collection. By activating 
and utilizing the relevant concepts and metaphors, originated from the teacher-researcher’s Chi-
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as the existing funds of knowledge, such a process embodied his pow-
erful translanguaging capability, and the combination of interactive whiteboard technology in im-
proving the local school students’ engagement and learning outcomes in class. It thus not only 
contribu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ized Chinese curriculums in the Australian education con-
text, but also brought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direction concerning the field of interna-
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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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影响‘中文热’‘热不起来’的因素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地掀起了一股学习中文的热潮，俗称‘中文热’[1]。例如，目前

澳大利亚当地小学和中学就已经有 92,931 名学生在学习中文[2]。其中，新南威尔士州学习中文的人数就

已经达到了将近 20,000 名，并且保持着增长的态势[2]。 
然而，现实中当地的中文教学现状却是事与愿违。据报道，当中文不再是一门必修课程时(11 年级和

12 年级)，越来越多的当地高中生更偏向选择像日语、法语、韩语，作为他们的第二语言[3]。当地学生

在这些中文教学项目中的辍学率高达 95% [4]。另外，在澳大利亚对于 12 年级中文为非母语的学生而言，

愿意选择继续参与中文学习的人数也在呈下降趋势[4]。因此，澳大利亚教育部门正面临着难以给当地劳

动力市场提供所亟需的双语(英语和汉语)人才资源[4]。 
首先，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成为了主要问题。现有的中文学习材料，包括教材和课程建设内容，与学

习者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兴趣无关，也不涉及他们的实际学习能力，这使中文课程总是变得枯燥乏味[5]。同

时，随着澳洲教育部门对当地中小学中文教学的重视加强，越来越多的母语为汉语的中文教师投入到了当

地的中文教学事业中。然而，他们只能在现有的教材和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法基础上进行授课，如填鸭式

的教学方式和文字训练，而很少注意交际策略、教学资源和跨文化教学法的选择和构建[3] [6]。因而，母语

为汉语的中文教师常被贴上缺乏课程建设所必需的跨文化能力和批判性地选择合适的教学法的标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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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大多数中文教师采用的是单语理论与教学模式，从而忽略了澳洲当地中文初学者的多样性特

点[8]。具体而言，这样一群教师面临着原有的教学理念、内容与方法脱离当地中文初学者的特点，不能

够满足他们在中文学习上的实际需求，从而很难使中文成为一门本土化和易学的语言[8]。然而，这样的

教学模式更多地是针对母语为汉语的初学者[9]。也就是说，当老师所偏爱的以应试主义为中心的教学法

遇到了学生所偏爱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方法时，与在澳洲教育语境下制定适合当地学生的中文课程的

内在价值和方法产生了冲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澳洲当地中小学的中文初学者构建具有文化适应性

和内容可学性的课程教学资源是实现中文本土化的重要途径。 

2. 理论与教学框架 

2.1. 超语(Translanguaging) 

超语可以被称为“多语言个人和社区的复杂语言实践，以及使用这些复杂实践的教学方法”，和“在

我们高度技术化的全球化中的行为表现和语言技能的产物”[10]。同时，有学者认为超语是“多语种说话

者在语言之间穿梭的能力，将形成他们的各种语言技能并且被视为一个综合系统”的体现[11]。而且，超

语概念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建立一个“理解语言是具体社会实践产物”的方向[12]。具体而言，探究教师日

常的课堂教学活动和在课堂上为了进行交流、沟通和以教育为目的所使用的超语能力与形式的体现。因此，

有助于母语为汉语的澳洲中文教师在跨文化视角下构建出语境化的、动态的和互助的教学内容与方法。 

2.2. 知识库(Funds of Knowledge) 

知识库在理论上得到了社会文化理论的支持，这一概念激励教师在教育实践发展过程中积极利用学

生日常从家庭和生活社区所积累的知识[13]。知识库的概念被定义为“历史积累和文化发展的知识和整体

的技能，对家庭或个人的运作，发展和福祉至关重要”[13]。鉴于此，汉语语言与文化知识库可以应用到

澳洲本土化中文课程建设问题与理论研究实践中，有助于教师来识别其所构建的跨文化视角下以学生为

中心的教学法是否具有适切性和可转移性。在这里，母语为汉语的中文教师的知识库更加强调在日常课

堂教学实践中利用其固有的汉语语言与文化知识进行以超语为导向的教学法构建，并且能够为本土化的

中文课程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智力资源。 
综上所述，本文以澳洲的中文教学为研究背景，探究中文教师如何激活和利用其从汉语语言和文化

中所累积的隐喻和概念来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中文教学法，以实现学生的实际沟通能力和在中文学习上

的持久性。具体而言，本文以母语为汉语的中文教师为例，在超语视角下进行阐述和讨论，通过调动其

原有的语言与文化知识，并将其作为已有的知识库，为构建澳洲本土化的中文课程和教学法做出了相应

的贡献，使中文在澳洲当地教育环境中变得可学。同时，体现出其强有力的双语语言理论的概念与超语

能力，为国际中文教育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向。 

3. 数据收集方法 

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法并利用“多重数据源”的策略从多层面产生和收集所需数据，包括：观察、

照片启发式访谈和文件生成“证据链”以确保研究的效度和信度[14]。 

3.1. 观察 

观察法分为直接观察法和参与者观察法[14]。直接观察是在一所澳洲当地小学校的操场上进行，其主要

目的是利用操场上的直接观察追踪学生在学校里的日常社会语言学活动。也就是说，将该校学生日常反复进

行的一些社会语言学活动选为中文学习的内容源，之后在课堂上观察他们是否愿意参与到这些内容学习中。 
同时，参与者观察也被应用到本研究中。其主要的观察点是通过利用来自于学生日常反复发生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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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语言学活动，着重研究学生在中文课堂上的参与和表现。收集的数据以录音形式进行保存，以及相关

照片在观察过程中被拍摄。所有数据的获取过程都是在学生的父母或者监护人完全知情，并且签署了参

与同意书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将所有参与者进行了匿名化，以保护其身份和隐私。 

3.2. 照片启发式访谈 

本研究中的照片启发式访谈包括以下五个阶段[15]。首先，对相关照片进行拍摄、收集和挑选。其次，

针对不同的参与者群体提出访谈问题，以便在整个访谈过程中保持与研究主题和问题相关。第三，设计

并且运用访谈计划书，指导照片启发式访谈顺利地、有目的性地进行。第四，在选出适当的照片后，他

们被用来引导访谈，并从参与者中引出有教育目的性的对话。具体而言，要求参与者描述这些可视化的

材料，并结合指导性的访谈问题，提供更详细的描述和信息。最后，将收集的数据保存在音频文件中，

然后进行转写，保存在文字文档中，以便进行之后的数据分析。 

3.3. 文件 

在案例研究中，从相关文件中生成数据的目的是证实并增加其他来源的证据[14]。因此，本研究也收

集了中文教师实际所使用的教学材料和观察日志。这些数据来源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补充观察和访谈中

所生成的信息，这些信息以文本语篇的形式保存在文字文档中。 

4. 研究发现 

4.1. 就地取材 

在选择学习内容方面，其中一位澳洲当地课堂教师评论如下： 

我认为你在选择学生中文的学习内容方面做得很好，你有很多重要的概念或想法。我认为学生们可以将其联系

到生活中。而且我认为所采用的中文学习内容给予了他们学习词汇的真正热情和目的，因为他们喜欢玩手球，乒乓

球和国际象棋。尝试如何将他们日常所进行的活动类型和他们所做的事情联系到中文学习中真是太好了(访谈课堂教

师，史老师)。 

上述数据摘录表明，澳洲当地教师认为该中文教师在决定可学习的教学内容时，他重视当地学生的

日常娱乐、运动和教育活动，即：他们经常用英语与同龄人一起在学校进行的日常活动融入课程内容。

此外，相应的游戏、活动设备在该所当地小学已经进行了安装和完善，用于学生在课间休息时进行游戏

和运动，如：国际象棋场地、乒乓球场地、篮球场和手球场。 
鉴于此，中文教师可以有目的性地将这些学生在学校经常发生的日常实践活动与他们在当地教育环

境中学习中文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关于探索和构建适当的中文课程学习内容来源的这些观点深深植根

于这些现有的具有教学意义的资源中。此外，正如这所学校的另一位课堂教师所表明的那样，所发现的

和采用的学习材料对于这些澳洲学生在当地文化和教育背景下对中文的掌握具体而言是这样的： 

你有来自乒乓球场地的照片，篮球场的照片，你有来自手球场的照片。所以，你所采用的教学资源都与学校里

面的空间和环境有关。当中文概念如此抽象时，你知道，所以利用这些资源，能将其与澳大利亚的文化相联系起来(访

谈课堂教师，慕老师)。 

了解学生感兴趣的学习内容是当地教师根据澳大利亚教师专业标准的要求开发适合他们年龄和水平

的课程内容的初始阶段[16]。考虑到这一点，该中文教师着眼于当地学生在学校日常反复进行的社会语言

学活动，以构建他们喜欢的中文学习内容。在这方面，该中文教师必然受到汉语中原有的隐喻和文化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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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引导，形成了他的智力资源。当中文教师在选择合适且可学的内容时，“就地取材”这个四字的成

语就反应在其中。也就是说，该中文教师在“就地取材”的概念指导下，通过日常在这所公立小学里面

所进行的观察，发现了各种形式的当地学生日常反复进行的社会语言学活动。 
与此同时，通过与当地课堂老师们的课后交流，这些中文学习内容和教学资源来自于当地学生的社

会语言学活动是学生们经常在学校用英语进行的，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这些资源有助于为当地

学生们学习中文创造合适的教学内容源，这反映在“就地取材”这个隐喻中。“就地”的意思是与当地

紧密相连。“取材”是指获取材料和资源。因此，“就地取材”的定义是指从当地获取材料，以充分利

用当地资源的潜在效力。具体而言，此时“就地取材”告知中国本土中文教师根据澳大利亚当地学生日

常学校生活中反复出现的社会语言学活动来探索中文学习内容的来源和价值。这些本土资源可以通过激

活其预期的有效性，使中文学习与当地学生们在学校的日常实践活动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上述学习资

源，例如：进行体育活动和下国际象棋的相关器材在这所当地公立学校是现有的材料，即这些材料是可

触摸的，可感知的和可利用的。所有这些方便的元素，且其以教育利用为目的，将有助于使中文，尤其

是口语，在当地学校社区的真实环境中自然而有规律地发生。在超语视角下，学生“以接受的或者多产

的目的而交替使用语言”[10]。这样的视角有助于通过对双语或多语言使用者自身已形成和保留的语言与

文化知识库的开发来指导各种教学实践[11]。 
综上所述，在超语视角下，母语为汉语的国际中文教师需要转换原有的教学法信念以实现师生之间彼

此“行为的相互适应”，这正是共同学习的本质，进而提高澳洲当地小学生在中文课堂上的参与度[17] [18]。
这样“就地取材”的教学内容不仅有利于师生共建、享有平等对话的超语学习空间，而且可以激活和调动

其正在和已经形成的双语或多语言知识库[17]。这与双语或多语现实共存的课堂实践中“共同学习”的理

念相呼应[17]。在这样的超语教学空间内，学生有权“选择他们能够用来产生意义的语言，以保证信息的

交换是双边的，而不是单边的”[10]。同时，将知识库与超语相结合，有助于中文课堂上的初期双语或多

语使用者通过利用和解码他们已经知道的知识帮助他们融入到新的语言知识学习和使用环境中[10]。反过

来，通过当地学生在课堂上展示他们的语言使用能力也有助于教师来识别学生真正掌握了哪些中文知识。 

4.2. 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在中文教师发现了合适的教学资源后，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来构建本土化的中文课程成为了本研究的

另一个关注点。在接下来的中文教学过程中，该教师采用了“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教学理念来设计

每周的课程内容，并将其应用到课堂教学实践中。例如，在设计课堂学习活动时，该中文教师通过与当

地教师交谈以及平时的课堂观察中了解到，孩子们更喜欢参与到角色扮演的学习任务中，这样可以更好

地将他们所学的知识紧密地关联到日常的学校活动中，例如：打乒乓球的实践活动中。文本以学习乒乓

球相关的中文知识为例，课堂的学习活动安排如下。当学生们来到操场上的乒乓球场地后，他们围绕着

乒乓球台站好。此次的课堂活动是让孩子们扮演成校园里‘小导游’的角色，用所学的中文词汇和短句

来介绍一下打乒乓球所需要的相关体育器材。该中文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观察到： 

明旭，一个小男孩，是班级里面第一个举手的学生，他指着桌子上放的球拍说到‘这是球拍’。几乎是同时，伊

娜，一名在中文课上非常积极的女生，高兴地举起手来，准备回答问题，并且清楚地说到‘那是球’(教学观察日志)。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项学习活动中，班级上有两名学生给该中文教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在以

往的课堂上，这两名学生是当地课堂教师口中的‘tricky kids——狡猾的孩子’。然而，在这次中文课上： 

一名中文名字叫做子轩的学生首先抢答说‘那是球网’。随后，另一个男孩子，绍洋指着‘table’，快速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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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说到‘这是球台’(教学观察日志)。 

课后，他们的一位课堂教师评论到这样的课堂学习活动： 

我认为这样的学习活动很有效果。因为当以学习一个中文短语为目标时，你使这样的中文学习发生在一定的语境中。

而且我认为你也利用了一个很好的句子载体，例如：‘here is the bat’，‘here is the ball’，‘here is a table’。因此，

通过将这些所学的抽象的中文词汇和句子关联到具体的打乒乓球活动中，能够使孩子们更好地记住所学的短语，并且也

能够将所学的中文知识很好地匹配到这些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打乒乓球所需要的器材中(访谈课堂教师，史老师)。 

由此可见，在澳洲当地中文课堂上进行角色扮演的学习活动过程中，学生们不仅能够对之前所学过

的中文知识加强记忆，而且他们还可以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帮助自己快速、正确地学习一些新出现的、

与乒乓球运动相关的中文表达。在这样的中文课上，学生们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主动性，充当校园里面

的‘导游’，用所学的中文词汇和句子介绍进行乒乓球运动所需的器材。因此，在他们所熟悉的体育活

动，如打乒乓球，和他们已掌握的相关中文知识的帮助下，加强了他们在中文课堂上的参与度。 
除此之外，该中文教师在课堂上也观察到，一些在课堂上有些害羞的学生，在一些课堂表现非常积

极的同伴们的帮助下，也能非常主动地参与到这样的课堂学习活动中。例如：当一个小女孩(雨婷)被选作

为‘裁判’的角色，要求她用所学的中文介绍一下双方的比分情况，她的反应如下： 

‘我不知道如何用中文来表示比分’。伊娜马上说道‘我可以给你做个示范’。然后，雨婷就跟着伊娜一起使

用中文数字和一个新学的中文表达‘...比...’给出比分。随后，在我和伊娜的共同鼓励下，雨婷自己可以试着用所学

过的中文数字，表达出这样的话语‘比分 is 1 比 3’(教学观察日志)。 

另外一名课堂教师注意并且提到： 

学生们更加积极主动，特别是一些非常害羞的学生。更重要的是，两名学生已经成为中文课上的‘专家’。他

们在课堂上为其他学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帮助其他学生学习中文(访谈课堂教师，柯老师)。 

这样的学习活动允许孩子们在中文课堂上互相支持，特别是在我们班，有些孩子中文学习地很快，可以作为班

级上的‘语言专家’。通过利用这样的课堂学习活动，让这样的学生能够与其他学生一起合作学习，它是一种很有

效的教学方法，允许孩子们分享他们的知识，成为学习中文的‘专家’(访谈课堂教师，柯老师)。 

根据课堂教学的观察以及当地课堂教师的反馈，可以看到这些学生已掌握的中文知识在这样的学习

活动中得到了巩固，而且这样的知识促进了一些学生成为了中文课上的学习小能手。反过来，他们更愿

意给一些在学习中文上有困难或者害羞的同伴们提供一些强有力的帮助。如上所述，毫无疑问，学生们

在进行此类小组活动和角色扮演活动整个过程中的角色可以被确定为“触发者、解决者、贡献者和观察

者”[19]，这与关于小组内同伴互动有助于提高二语词汇习得和保留的研究结果相似。尽管有的学生在中

文课堂上倾向于“沉默地观察同龄人的互动”[19]，但基于这样类型的学习活动，他们的参与度和课堂表

现都非常出色。尤其，这些“沉默的学习者”[19]在用中文完成团队协作任务的过程中，由于和队员的共

同努力，他们进行听力和使用中文口语的机会也随之增加了。 
首先，“物尽其用”的第一个方面体现在这些当地学生可以方便地在校园中使用打乒乓球所需的运

动器材，课间他们可以很容易地使用这些东西来进行相应的体育运动。也就是说，在这所学校里使用这

些运动设备很方便，有助于学生定期进行乒乓球运动。至于“物尽其用”的第二个方面，乒乓球这项体

育运动在这所公立小学受到各个年级学生的喜爱，而且不受年龄和性别的局限性。认识到这些来自该所

公立学校里的“物”，促使中文教师将这些可获得的学习资源纳入教学实践中，从而使这些具有潜在教

育价值的“用”能够被充分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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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适用的隐喻是“人尽其才”。通过以上的数据了解到，当地学生已经掌握了丰富的关于进行

乒乓球运动的相关知识。除此之外，大部分学生在该所学校有学习中文的经历，尤其是他们已经掌握了

如何用中文数十以内的数字。值得强调的是，这些当地学生已经形成的知识具有普遍性和性别包容性的

特点，从而抵消了排他性知识可能产生的性别差异的影响。与此同时，班级里能够较快地掌握新学的中

文知识的学生也是非常有利的智力资源。在这一点上，关于打乒乓球所用到的中文表达，已经成为他们

已有知识的一部分，这些知识是他们在日常中文学习实践中保留下来的，而且他们也愿意把这样的知识

分享给班级里的其他同学。 
以当地学生们在校日常可接触到的、可感知的学习内容和有效的教学活动为目标，正如“物尽其用，

人尽其才”概念所指的那样，中文教师需要充分利用当地学校的各种资源，特别是具有教育性的资源和

学习材料，并充分开发当地学生的各种才能，使中文成为一种本地的、且可学习的语言。与此同时，中

文教师充分利用以上所提及的、当地孩子们已有的知识，鼓励他们在中文课堂上进行合作学习，以达到

输出和运用他们所储备的知识目的，相应地减少了个人在陌生的学科中进行学习所造成的焦虑和不安感。 
由此可见，通过利用当地小学生日常用英语所进行的社会语言学活动，在中文课堂上可以构建出以

双语或多语现实为基础的超语教学空间。也就是说，超语意味着“通过使用两种语言来创造意义、塑造

经历、获取理解和知识的过程”。相应地，超语被描述为“从语言使用者自身的角度来看双语使用者的

语言实践，而不是简单地从语言本身的角度描述双语使用或双语接触”[20]。此外，超语是“双语使用者

为了理解他们的双语世界而参与到多重的日常实践中”[20]。在此基础上，“超语能够使初期的双语者通

过实践感知他们所不熟悉的语言与文本信息”[10]。因此，超语的视角不仅有利于促使澳洲当地小学生成

为富有创造力和动态的双语或多语使用者，也可以激发他们从不断形成的双语或多语言知识库中获得新

的中文知识[21] [22]。 

5. 讨论：汉语语言文化中的隐喻与概念在澳洲中文教学本土化中的运用 

本研究中，该教师将汉语语言文化中的概念与隐喻，包括：“就地取材”，“物尽其用”和“人尽

其才”纳入澳洲本土化的中文课程构建中，使中文对于当地在校学生变得易学。具体来说，该教师从中

国文化概念的影响和语言知识中获得了原始思维方式和相应的智力资源。首先，探索适合当地在校学生

的教学内容成为在澳大利亚语境中教授中文的重要出发点。也就是说，中文课程的建设应该基于澳洲学

生在当地教育背景下的特点。同时，根据当地教师的职业要求标准，了解学生是教师在上课之前的第一

阶段。 
然而，对于澳大利亚学生来说，K-10 教学大纲对中文教学的基本要求是缺乏实用性和适用性的。根

据澳大利亚 K-10 中文大纲，在选择学习内容方面存在一种一刀切的刻板印象。例如，为了培养当地学生

的中文口语能力，教学大纲声称学生应该学会用“Qǐng wèn (请问) ……？”这样的句型进行对话[23]。
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句型，用于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正式对话，以便用中文礼貌地表达一些要求。

同时，其主要目的是通过“以语言为系统”来培养澳大利亚学生的“沟通技巧”，而不是将语言作为一

种本地实践[18]。在这方面，所参考的当地教学大纲文件将中文学习视为静态的实体而不是动态和互动的

过程，这样无法将其与以当地学校为基础的真实学习语境相结合[24]。这样的出发点忽视了在现实世界中

学习和使用中文的本质和重要性，即：实现中文“语言技能”(languaging)的过程[10] [12] [24]。这也意味

着过分强调目标语，中文的语法特征和准确性，这会损害当地中小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和信心。所以，

使用远离学生日常生活的学习内容，或者在没有任何来自语境因素的帮助下，很难实现培养学生在学习

中文上的使用和沟通技能这样的目标。 
此外，关于学习成果(例如：第 2 阶段——3 年级和 4 年级)，要求学生“在熟悉的环境中识别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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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口语文本”[23]。这也提出了一些相应的问题，例如：熟悉的中文使用环境对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

如何创建这样熟悉的语境？也就是说，现有的澳大利亚 K-10 中文课程大纲不足以满足当地学校背景下的

学生们如何学习中文的需求和目标。相反，采用“就地取材”的概念会使中文的学习内容适应澳大利亚

当地的学生。当地学校学生在中文课程中相互协商和构建的这些主题和内容被选为“定制模式”，以满

足他们在学习具有澳大利亚特色的中文课程方面的真实兴趣和需求。这需要从“一系列随时间重复的活

动”[12]中产生合适的中文学习内容，即：这样的学习内容可以“嵌入到澳洲当地中文学习者的生活中并

体现在他们日常的社会语言学活动中”[5]。 
为了使中文成为本案例研究中澳大利亚在校学生的日常实践活动中的一部分，必须考虑在教师和当

地学校学生之间共同构建潜在可学的内容。因此，应该考虑该过程中出现的三个中文概念的相互关系，

即：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探索当地学生的学习偏好和潜力，为他们学习中文构建合适的教学内容。具体来

讲，在了解当地学生每天在学校用英语反复进行的社会语言学活动的过程中，通过采用汉语语言文化中

的隐喻与概念：“就地取材”，“物尽其用”和“人尽其才”，在相互协商、选择和构建学习内容的基

础上，为中文教学创造了这种本土化的机会，这可以鼓励学生在当地环境中使用中文。同时，利用互动

白板科技有助于将当地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本土化的中文课程内容上，使他们能够在白板上进行可

视化的学习任务，并使他们的错误更容易被识别[25]。 
因此，这三个中文隐喻与概念，即:“就地取材”，“物尽其用”和“人尽其才”起着向导的作用，

引导该教师为当地学校学生构建本地化、且可学和适合的中文学习内容。换句话说，这样可以将当地学

生的主动性激活，在可协商的教学环境中，基于他们日常反复发生的实践活动，共同构建本土化的中文

课程，使他们具有平等的话语权。因此，这些日常反复发生的社会语言学活动的作用是使中文自然地作

为当地体育活动和游戏实践的一部分而发生，这“使我们远离抽象的语言系统观，而将焦点放在语言作

为一种社会活动和实践上”[12]。基于此，提出使中文成为当地实践的体现是需要从这些学生的日常学校

生活中挖掘各种形式的活动(进行“就地取材”)，这有助于利用和构建本土化的教学内容(形成“物尽其

用”)，从而使中文融入到这些实践中，满足学生们在当地教育环境中学习中文的实际兴趣和需求(实现“人

尽其才”)。 

6. 结论和启示：超语知识库对于解决国际中文教育问题的意义 

由此可见，具有双语(例如：汉语和英语)能力的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者可以在他们的两种语言和知识系

统之间使用其超语能力。他们的母语和文化知识成为国际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内容的新来源[26]。与

此同时，“他们后来学习的语言塑造了早期语言的能力，并且彼此相互影响以向新的方向发展”，从而

扩展了他们的语言与理论知识库[11]。正是通过这种超语的尝试和实践，“对意义和知识如何共同构建、

协商和共享新见解”才能使他们周围发生的教育问题产生意义[27]。“这样的生态语言观和教学法承认双

语使用者的语言实践具有动态性、可塑性和随机性的特点，尤其是在允许他们发展和使用多语言、多语

言变体以及多语言文字的环境中”[22]。从以上的观点来看，将超语作为一种资源运用到语言教学中，它

可以作为一种生态教学法的架构方式[10] [22] [28]。同时，超语不仅仅是教学中的一种架构手段，它更多

的是利用双语或多语使用者和学习者的语言技能和认知能力，在课堂内外架构起一座桥梁使学习者参与

到帮助他们在语言学习上能够取得成效的多语实践中[29]。另外，通过超语实践，双语使用者能够建立并

维持“双语能力，进而建立和维持他们的双文化认同身份”[22]。从这个角度来看，超语视角能够鼓励具

有双语或多语能力的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者使用跨文化能力来解决相关教学实践问题。 
同时，通过对当前中文教师原有的汉语语言与文化中的知识库进行重新语境化，具有双语能力的中

文教育研究者可以动员边缘化的非欧美语言与理论知识体系，为解决国际中文教育出现的问题提供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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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智力资源。具有双语能力的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者可以通过展现其原有的语言与文化中的隐喻和概

念以及相关知识库，作为超语能力的体现以推动澳洲中文教学本土化，进而反思和解决正在发生的现实

世界中的国际中文教育相关问题。 
综上所述，超语已被广泛应用于第二语言的教学领域，主要是研究在真实的教学环境中两种语言或

其他语言变体的交替使用，以及不同语言或语言变体的混合，然后转移到课堂之外。从这个方面来看，

在以单语规范为导向的教学环境中，语码转换概念及其相应的理论教学框架不足以回答、解释、利用和

回应越来越多的国际中文学习者的双语或多语言实践与能力。也就是说，超语为多语言共存的现实与单

语教学模式之间存在的矛盾提供了解决问题可以借助的全新理论视角和教学法概念。尽管在过去的十年

里，超语概念在应用语言学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汉语作为一门外语的教学和研究中对于单语教学

模式规范的反思、回应和批判还不足，与超语相关的国际中文教学法研究仍然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去填

补相应的空白[30]-[32]。此外，虽然自发地使用双语或多语使用者的语言与文化知识库进行交流、意义构

建和积极身份形成的空间扩大了，但使用这些知识库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实践的证据较少，尤其是在国

际中文教育领域[33]。因此，今后的研究需要对更多有关利用超语知识库的教学项目进行研究和思考，有

策略性地将超语知识库用于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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